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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条件下，民歌这种古朴而且稳定性较强的艺术形式也发生了许多变化。本文

以南宁国际民歌艺术所提出的问题为例，分析了民歌在当代大众文化模式中所体现出来的内在矛盾，初步

分析了民族艺术在文明冲突和全球化的压力下的特殊作用。首先，可以起到新文化建设“母胎”一样的作

用；其次，民族艺术作为一种个性鲜明的艺术形式，同时又是大众化的文化形式，在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方

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再次，在社会主义艺术生产方式的条件下，民族艺术有可能发挥审美意识形

态在社会转型和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一种牵引性的力量，成为

社会发展的先导或者说一种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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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的强大压力下，文化全球化也已经成为我们现实生活中不争的事实。对

于当代中国的文化现状和文化发展而言，全球化问题的讨论，首先是文化领导权的问题。其

次是新文化建设的基础和模式问题，最后，还有一个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只有成为无数

普通劳动者、普通文化消费者的文化实践，理论的力量才是强有力的和有效的。本文试图从

艺术这种最大众化的文化形式的分析入手，从民族艺术在中西方文明冲突中的作用这一具体

视角，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对以上问题做出初步的分析。 

 

1 从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看民族艺术的内在矛盾 

民歌是前工业化时代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是最为大众化的、也最具本土化特征的艺

术形式，在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条件下，民歌这种古朴而且稳定性较强的艺术形式也发生了

许多变化，其中的意义变迁是值得哲学和美学研究认真对待的。在全球化的影响和压力下，

民族艺术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怎样分析和评价这种变化？这种变化对新文化建设有什么意

义？这不仅是一个美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哲学问题。我想先讨论一个身边的例子：南宁国

际民歌艺术节。 

广西的民歌节原来是一个以交流和展示民歌，特别是少数民族民歌节为主要目的的民

间性艺术活动，由各县轮流主办，在其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色彩逐渐增加。

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西方对中国南方民歌的兴趣主要是学术兴趣，民歌节作为少数民族

文化传承的典型机制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重视。1986 年农历三月初三，我曾参加在广西侗族

自治县举办的国际民歌节，当时的演出和参赛者全都是来自各县的民歌手，民歌节的主会场



在一块收割了水稻的农田上，歌手的服饰和民歌节的组织形式都是与传统的歌墟活动相一致

的，在民歌节的开幕式上，除了唱民歌外，还有带宗教色彩的抢花炮和场面宏大的芦笙舞。

到了傍晚，漫山遍野是自发的对歌情爱活动，让人感受到民歌的深厚文化基础和社会底层劳

动者强健的生命力。自 1999 年起，广西的民歌节改由南宁政府主办，举办的时间也从每年

春季的三月初三改到了凉爽而干燥的 11 月中旬。南宁市人民政府把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作

为打造城市新形象的一个举措，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请来国内著名的导演，国内外一流歌唱

家，灯光和音响也从香港运来。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按照明星化和流行文化的形式重新演绎

和阐释了国内外的众多民歌，开幕式由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使民歌演唱这种传统的文化形

式具有了全新的意义，或说具有了现代意义。南宁市人民政府显然不是在纯粹艺术活动和民

俗学活动意义上投入巨资来举办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其直接的动机还是政治上和经济上

的考虑。
1
值得注意的是，民歌这种朴实而原始的文化形式，在激光射灯、焰火、浓烈的民

族化服饰和现代化舞美设计的烘托下，脱离了民歌原生态的文化语境，成为对于少数民族群

众来说高度“陌生化”了的“他者”，因而其意义和作用也发生了某种形式的变化。民歌或

山歌从民间娱乐的文化形式转变成社会发展的一种力量，
2
从与现代化进程相抵触的力量转

变为促进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力量。另一方面，对于西方学者和旅游者来说，这种具有浓烈异

国情调的艺术最大程度满足了他们对异在他者的渴望，在激活其想象力的同时，暗含着对其

自身民族和文化优越感的肯定。在我看来，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举办，把张艺谋、陈凯歌

电影所提及的“东方情调”的审美意义问题再次提出来了。
3
“东方情调”的审美意义事实

上是不确定的，在不同的语境条件下，“东方情调”风格的艺术作品呈现出不同的意义，因

此，理解“东方情调”艺术作品或者说民族艺术审美意义的关键，还在于对这类作品生产方

式、存在特征以及内在矛盾的研究和分析。 

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特点，是把前现代社会基础上产生的民歌直接置于文化全球化

的机制中，在这样的机制和条件下，以前工业化社会为基础的民歌呈现出的意义是很值得分

析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采纳和挪用西方现代大众艺术的机制和手段是十分明显的。2001

年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开幕式晚会上，专程从美国来的空气供应站乐队演唱了奥斯卡电影

《人鬼情未了》主题曲《不变的旋律》和《没有爱在身边》，引起了歌迷们的热烈欢迎。在

演出后，空气供应站歌手这样评论了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开幕式：“参加这次民歌节就像

参加‘葛来美’，中国式的‘葛来美’！这么大型的晚会办的这么好，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

国举行，都会受到同样的欢迎。”（2001 年 11 月 6 日《广西日报》）在组织形式和技术手段

的运用方面，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确做到了国内一流并且与西方类似的艺术节接轨，也因

此带动了经济和旅游业发展的正面效益。然而，在文化和审美效果方面，事实上情况要复杂

得多。一方面，我们看到，在现代大众文化的形式和背景下，民歌和少数民族的文化得以用

新的形式表达，从而呈现出新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化的更新和发展；另

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以及类似的文化活动，破坏和冲击了民歌以及少

数民族文化的原生态基础。现代大众文化形式和技术媒介裹携着西方后殖民主义文化的泡沫

和泥沙，对接受者的价值规范和文化信仰都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挤压，以技术中心论、经济

中心论和明星崇拜为基础的审美文化对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建设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不容忽

视。 

在我看来，经过三年的发展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已经成为西南地区民族文化展示的一

个盛会，也正成为探索和推动少数民族文化走向现代化的一种强有力的动因和机制。在当代

                             
1
 参见历届南宁国际民歌节开幕式上领导讲话。 

2
 国内有学者提出“文化生产力”的概念，例如金元浦。 

3
 关于讨论“东方情调”的审美意义的论文请参阅王一川、王杰等人的论文。 



社会发展中，文化的力量正在显示其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在跨国经济合作日趋普遍，网络

经济不断发展的社会条件下，具有个性的文化是当代人立足的根基，也是发展多样化文化的

基础。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长期积淀凝结而成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之根。没有文化之根的

个体，也许可以成为一个技术工作者，但是决不会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上有所贡献，不会成

为优秀的作家、艺术家、建筑设计大师，以及优秀的企业家。民族文化的基因具有强大的延

续能力和表达能力，是当代人进行文化创造的基础之一。在保护和阐发少数民族文化中具有

现代意义和现代美这一方面，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在我看来，南宁

国际民歌艺术节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它通过一系列手段和机制，成功地凸现出民族文化的现

代美：通过民歌新唱等形式，激活了民族文化传统中积极强健的基因，使民歌显现出现代美。

从田野调查的情况我们看到，在南宁国际民歌节的舞台上，民歌和少数民族文化等前工业社

会的文化形式与现代流行音乐和大众文化之间有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现代音乐和现代大众

文化与民歌等传统文化既有矛盾和对立的一面，也有互补和共鸣的一面。这种作用还通过各

种媒体的作用传播到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活动中。在民间的歌墟和歌场中，伴随着收音机、

音响等现代技术的出现，迪斯科和摇滚音乐的节奏等现代流行音乐的形式进入民歌的传唱

中，使民歌的内容和形式都出现了新的发展和变化。而且因为民歌与旅游的密切关系，全球

化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青少年一代传唱和学唱民歌的热情，事实上也有利于传统文化

的保护和传承。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文化形式包括传媒以及现代音像技术并不是纯粹的形式，而

是包含着价值观念和政治代码的形式，这种价值观念和政治密码事实上是意识形态的一种体

现，即一种权力关系的体现。“审美制度”和艺术生产方式等概念也许有助于研究和说明审

美和艺术背后的“Power”。在现实的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并不是直接发生联系

的，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一定制度的基础上发生联系和互相作用的。对于审美活动而言

也是如此。这种共同的东西也许就是“Power”，它也支配着审美和艺术，也正因为如此，

审美本身也存在着内在矛盾和冲突。审美和艺术的异化现象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在当代大众文

化中存在着强烈的肉体化、肉欲化的单向度发展趋势。它恰恰说明了一个悲剧，那就是人的

工作、人的精神活动与他的感性活动和肉体存在相分离甚至对立，也就是人的感性活动与理

性活动相脱节，这恰恰是审美现代性的表现。在马克思看来，伴随着资本主义商品化大生产，

出现了现代性的弊端，那就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这种分离有其合理性，可以在一定历史阶

段使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更有活力，但最终会造成社会与人性的分裂。大众文化虽然给人

们带来了数量上无比丰富的感性享受，但却并非真正的审美满足，比如，在流行音乐中，大

多有极端化的爱情情节，这种极端化的、不现实的对人类情感和激情的表现甚至可以达到一

种宗教狂热的程度。 

我认为，艺术后面的“Power”是一种以情感话语为形式的意识形态，事实上是包含着

价值立场和评价倾向的。西方现代流行艺术本身及其机制包含着西方某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倾向，因此，在与中国少数民族民歌这样的艺术形式相结合时，必然产生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倾向的冲突。这种冲突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外在的，一种是内在的，所

谓外在的是指艺术与其它社会意识形态的冲突，所谓内在的则是指艺术内部情感话语的对立

和冲突。前者我们可以举张艺谋的获奖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为例，后者我们可以以在

2001 年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开幕式上由壮族歌手演唱的挪坡县黑衣壮族山歌《山歌年年唱

春光》为例。《山歌年年唱春光》是一首由广西挪坡县原生态的山歌加工整理成的歌曲，由

挪坡县壮族歌手用壮语演唱。在南宁民歌节的开幕式上，以无伴奏的清音合唱形式表演，其

中的领唱者黄春燕是广西歌舞团的专业演员，是一名在挪坡长大的黑衣壮后代。这首歌以层

次丰富、旋律优美和浓重的大石山气息打动了时髦的歌迷和广大听众。歌手们身着自己织布



制成的民族服装，用黑衣壮的方言演唱，使歌声充满了神奇的魅力，从音乐学的角度讲，《山

歌年年唱春光》并不符合现有的音乐规程，但却表现出新奇的美。这首歌的纯粹地方性使它

不可摹仿也不可能流行，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它的唯一性和丰富的审美魅力使它产生了

广泛的影响，这支小合唱队在南宁民歌节获得成功后被邀请到中央电视台和美国演出。从美

学的角度看，《山歌年年唱春光》表达了在极端恶劣和严酷的自然条件下，黑衣壮人民健康

奋发的心态和对现实不公正现象的大胆抗争。这种不借助灯光、焰火，不借助伴奏和伴舞的

演唱，有效地解构了南宁民歌节开幕式上的后现代主义奢华，成为一种内在而又是最有力的

文化反抗和文化表达。民歌，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民歌，作为社会底层人民对强大的压迫性力

量的反抗和超越的文化形式，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十分盛行，用唱山歌的形式骂人是一种常

见的表达方式。对不合理现象的愤怒可以因为歌唱这样一种非现实性因素而转换，成为一种

曲折表达反抗情绪的形式。在中国南方刘三姐唱山歌骂地主的模式其实具有普遍的意义。如

果说对于工业化社会的个体而言，梦和幻想是表达对现实的反抗和超越的一种形式的话，那

么在中国西南地区，民歌演唱也是如此。在民间的歌墟和歌场上，在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

表演舞台上，民歌的全球化魅力和现代化机制的本土化运用事实上是融合在一起的，它的矛

盾性也是它充满活力的根源。 

 

2 民族艺术的生产方式 

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生产论，国内学术界曾经进行过广泛的讨论，在当时的条件下把

马克思主义文艺生产论表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文艺生产作为精神生产同物质生产

的关系，其中包含着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包括艺术生产）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文艺生产

等某些精神生产领域的发展与物质生产的发展之间的不平衡关系、精神生产与物质之间的关

系应历史地、具体地而不能抽象地去把握等内容；二、文艺生产在精神生产领域内部同其他

精神生产领域的相互关系，包括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既有相同的规律又有各自不同的规

律，等等；三、文艺生产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规定，对此，马克思

主义经典著作家们着重强调了艺术想象和幻想对自然和社会生活进行加工、运用美的规律来

创造、富有激情等独具的特征。
1
现在看来，这种表述仍然停留在较为表层的归纳阶段，没

有在学理的层面上抓住根本的问题并展开系统的分析。 

艺术生产方式的概念事实上就是日常生活和主流意识形态转变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化

机制。如果说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那么可以说，在意

识形态领域，文艺生产方式是艺术表现能力与审美关系的统一。在艺术的表现能力这个范畴

中，有一个技术的问题和媒介的问题，这是艺术形象和文学修辞的基础。艺术与意识形态的

区别，就在于艺术表现能力和艺术表达媒介对审美关系的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陌生化或者

类同化。前者以艺术生产力与审美关系的矛盾关系为基础，后者则倾向于弥合这样一种矛盾。

在艺术生产方式的概念系统中，审美关系与审美的意识形态在概念内涵方面基本上是一致

的。从理论上说，审美意识形态概念不应该等同于艺术的概念。艺术是用审美的方式对意识

形态进行质疑，或拉开一定距离审视，而审美意识形态则是用审美的形式和话语表达主流意

识形态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或者说，是现实生活关系在审美维度上的存在形式，在这

个意义上说，审美意识形态就是现实的审美关系。在艺术生产方式中，现实的审美关系具有

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规定着审美意义的价值指向和价值尺度，另一方面，它又是把

艺术媒介、主体的内在要求，以及来自现实生活的要求，或者说新的价值等等诸因素统一的

框架。没有审美，一切审美活动都无从谈起。因此，把艺术与意识形态简单对立起来的观点

是错误的。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某些艺术生产部门相敌对，在我看来，马克

思意思一方面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古典社会的艺术生产方式相敌对；另一方面，则指资



本主义社会中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与精神生产方式，特别是文学艺术的生产方式相敌对。马

克思并没有简单地做出结论说艺术与意识形态相敌对。艺术与意识形态，特别是艺术与审美

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包括艺术与审美关系的辩证关系，无疑

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这是理论研究应该做出解答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文化，特别是社会主

义的文学艺术，维护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是它最基本的要求。在文学艺术方面，

经过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和现代派文学阶段，文学形象和现实生活体验之间的联系断裂了，形

成了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二元对立的格局，文学的世界也分裂为古典的、符号化了的过去与

激进的、情感化的当下体验之间的对立。如果说伽达默尔、列维－斯特劳斯、海德格尔等美

学家已经明确意识到艺术形象与现代生活体验直接联系起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话，那么我

们可以说，社会主义艺术生产方式不仅提出了这种要求，而且实践了这种要求。通过审美转

换这个范畴，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把形式和现实内容、符号与现实生活体验结合起来了。审

美转换不仅只有从现实内容升华或提升到艺术形式这样一种通常的方式，而且还包括从艺术

象征、艺术形式怎样与现实的、生动的审美体验建立起有机联系这样一种方式。对于当代中

国民族艺术的生产和再生产而言，传统民族艺术的符号系统和文化表达机制与西方现代文化

的符号系统和文化表达机制的碰撞和磨擦过程中实际上正在产生出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文化

能够使在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少数民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体验得到一种表达。多种文化符

号系统和艺术形式彼此冲突与交融，其意义最终还是决定于这些文化符号和艺术形式怎样与

现实生活经验相联系。因此，对于当代中国民族艺术的生产和再生产而言，日常生活的概念

以及具体的审美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实际情况来看，在全球

化的影响和文化表达表达机制的作用下，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形式和艺术形式要与当代现实

生活经验相结合，成功地表达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的生存困境和文化要求实际上是一个十分困

难的任务，对文化组织机构以及艺术创作和表演人员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种要求，实际

上也就是在全球化语境下民族艺术的生产方式的基本要求，其理论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要有一种把西方现代化艺术生产方式、少数民族传统艺术形式与当代生活经验结合在

一起的日常生活形式，例如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日常生活是艺术生产资料、生产力、生产

关系协调和统一的基础。其次，在全球化的语境和条件下，西方现代文化的不同层面与中国

当代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形成多层面多维度的矛盾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矛盾的主导方面 和

主导倾向决定于艺术生产者价值立场和文化倾向。从目前的艺术生产实践看，真正把握住当

代社会生活中少数民族个体的现实境遇和对未来要求的艺术作品并不多见。其中重要因素在

于寻找到一个超越文化霸权和民族主义立场的文化支点，这种支点显然不可能直接来自现实

的各种文化形式，而必须建立在新文化形式创造的基础上。我认为，黑衣壮的演员在南宁国

际民歌艺术节上演唱的歌曲《山歌年年唱春光》可以看作是这种新文化创造的一个例证。在

这种新文化形式中，文明的冲突成为新文化创造的动力和契机。最后，文化生产者在现实强

大压力下激发出来的巨大创造力和激情是创造新的文化形式或者说新的审美意识形态的动

力，这种激情只有与现代文化媒介，现代艺术生产方式相一致的时候，才能发挥出积极的效

力和影响，简单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不能实现对现实艺术生产方式的超越。 

 

3 审美意识形态：重新思考基础与上层建筑 

在理论上，有关审美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问题，事实上已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

美学理论的中心问题。经过布拉格学派、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学派以及英国马克思主义

美学学派的发展，经过众多学者和思想家从不同角度对问题的思考，审美意识形态的多层次

性及其与现实生活的多重关系等理论问题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论证和说明。然而，西方马克



思主义美学各流派对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审美意识形态与占统治地位的支

配性意识形态的共谋关系，强调了审美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一致性。它虽然

也深入研究了审美启蒙意识在异化的社会生活条件下产生的条件和可能性等十分重要的问

题，从美学角度批判和了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的文化制度，但在严格的意义上，对审美意识形

态的积极作用及其中所包含的创造未来的可能性还研究不够。在这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美

学是有所贡献的。 

社会主义文学生产方式的出现，是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史上具有重要意

义的现象。社会主义文学生产方式决定着与此相应的审美意识形态的性质和特征。弗·詹姆

逊在《时间的种子》一书中以前苏联文学现象为例证，说明社会主义文学生产方式的特征在

于对未来性的把握和表现。相比之下，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秧歌、二人传、民歌等

下里巴人的艺术形式，呈现出一种直接表达情感、代表作性的审美体验模式。在这些艺术形

式中，当下的艺术体验就直接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种新型关系。这种新型关系经过艺术提炼。

成为人们现实生活关系更理想、更强烈的表达，成为未来生活的“原型”。在这里，艺术与

生活的关系不再是分裂和对立的，艺术和审美体验成了未来生活的“预演”；审美和艺术的

核心机制不是将个体从日常生活中“震惊”和“断裂”出来的“陌生化”，而是把情感和朦

胧的理想放大、显影的“典型化”。从学理上说，这种“典型化”与亚里斯多德式“典型化”

存在着区别，这种区别就在于，后者是以历史的或然性为基础的，而前者却是以历史必然性

为基础的。在社会主义文学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现实美以及对现实美的体验从可能变成了现

实。 

中国的美学问题在两个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首先，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意

识形态结构非常特殊，不仅多种生产方式相互碰撞或彼此重叠，而且在意识形态方面似乎汇

集了所有艺术生产方式和形象话语，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应堆和试验场。在现代传播媒介的

帮助下，西方艺术舞台上刚刚出现的艺术创新，用不了多久就有可能溶入到中国的艺术生产

过程中去。而其他的艺术话语因为仍然具有现实基础而保持着生命力。这种多话语共存以及

不同形象体系彼此叠合的状态，极大地刺激了 20 中国文学艺术的创造力，也向美学理论提

出了寻求内在统一性的要求。其次，中国艺术表达机制的特殊性，在多重话语叠合与碰撞的

状态中显示了它的特殊优势，即以碎片表征整体、以虚静表征生活的本质、以余音绕梁的缠

绵托起历史的沉重和生命的悲剧性。从理论上说，中国文化传统中以交感为特征的审美模式、

以韵为内核的艺术表达机制，有可能改变沉陷在肉体化感知模式中的现代西方文化的价值导

向。 

对于文学艺术来说，表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要求，表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积极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既是社会的现实要求，也是“美的规律”的要求。因为在全球化的社会、

文化条件下，对“未来”的感受和思考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在把审美与现实生活对立

起来的西方现代文化中，审美的乌托邦不具有现实的必然性，现实的审美文化又不具有伦理

的合理性。而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文学艺术因其来自于现实的要求，是对现

实生活的“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丰富，更理想，因此，更带普遍性”
2
的

表达，是一种来自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表达，因而是一种可以实现的未来。由于社会主义文

学生产方式的这种特点，对于这类文学艺术现象的审美接受便具有更大的激情，而且可以转

化为改造社会、创造未来的现实行动。 

在这种条件下，审美意识形态的作用和意义问题就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思考了。路易·阿

尔都塞曾经用“多元决定”和“半自律性”等概念分析和论述意识形态的作用，分析了上层

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复杂的辩证关系，阿尔都塞认为，在经济基础与艺术等意识形态现象之间，

存在一个十分广阔也十分复杂的领域，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是对这种复杂机制做出深入的



研究和说明。特里·伊格尔顿在《审美意识形态》和《再论基础和上层建筑》等著作和论文

中则讨论了文化与人性的关系，他以身体作为文化创造的物质基础，分析了审美和伦理的人

类学基础。他指出，只有超越直接功利需要创造的文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
3
中国的马

克思主义美学由于同时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内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特殊情形所迫，十

分重视和强调审美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和新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毛泽东文艺思想和美学

思想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4
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来说，经济发展

和文化方面不仅是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问题，事实还是一个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问题，这种多

重压力的情况在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更为突出和尖锐。近年来我和课题组的同志们对广

西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和审美活动的状况做了初步的田野调查，我们发现，对于中国南方少数

民族而言，现实的巨大压力不是简单转化为生存的焦虑，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并没有陷入简

单的二元对立性思维方式中，反对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相反他们渴望尽快实现现代化。

随着旅游产业的开发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恰恰因为其本土化属性和

唯一性的特点而具有了重要的意义。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和云南丽江的社会和文化发展就是

突出的例证。
5
这其中有许多值得在理论上认真总结和概括的东西。根据我们初步的研究，

我们认为，在全球化的条件和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明显存在着冲突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

相互依赖的共生性一面。从美学的角度看，在文明的冲突和全球化的巨大压力下，民族艺术

的特殊作用主要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少数民族艺术以农耕文明为基础，这是一种艺术与现实生活经验密切联系的文

化模式，审美价值还未从政治价值、经济价值中分裂出来，其艺术符号和象征体系的基础与

艺术生产过程和使用过程都是有机联系的，其价值意义和审美意义也是复杂的和多义的。虽

然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包括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是历史必然趋势，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民族艺

术的文化基础中消极和落后的因素会受到冲击和破坏，但是，前工业化社会的文化模式中不

乏对于后现代困境中的当代文化具有重要启发的文化模式，例如中国南方多种少数民族文化

和谐共存的模式，再例如广西壮族用对歌的调侃来消解文化或政治方面的压迫性力量的文化

机制，就是富于启发性和建设性的。因此，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少数民族艺术不是一个简单

的“他者”，而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是新文化建设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具

有重要实用价值的民族艺术，把艺术作为抵御现实压力、改造社会包括改造主体自身的一种

方式和手段，而且由于少数民族地区一般经济相对落后，生产和科学技术的水平不高，因此

与经济全球化并不构成简单的对立和冲突的关系。在文明冲突的条件下，民族艺术可以起到

新文化建设的“母胎”一样的作用。 

其次，民族艺术作为一种个性鲜明的艺术形式，同时又是大众化的文化形式，在保护

文化的多样性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艺术是文化中一种十分特殊的形式，艺术的多

样性和特殊性不是简单受经济基础的决定和支配，艺术的形式有其人类学的基础，具有较强

的稳定性，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外来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压力，事实上会刺激民族艺术

朝着更加个性鲜明的方向发展，因此，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民族艺术可以起到实现民族文

化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作用。民族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是通过民族个体来实现的，在全球化的

语境和条件下，民族个体既要避免陷入狭隘民族主义的困境，又要尽可能弱化全球化压力所

带来的社会伤害和文化伤害，其行为模式是很选择的。在我看来，民族艺术由于艺术自身的

特殊性，有可能作为一种价值中立的非功利文化形式发展和传播，通过民族艺术的隐密机制

来实现民族个体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创造事实上是有效的。民族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其意义

是两重性的：一方面，艺术语言是人类交流的基本语言，它具有比语言文字、法律、宗教更

为内在和普遍的传达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民族艺术语言是全球化的，民族艺术创造的富于

个性美的艺术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另一方面，民族艺术又是某一民族专有的文化财富，其



中的文化信息是其他民族个体难以完全感受和掌握的。因此，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民族艺术

得以在一种新的基础上发展。 

最后，民族艺术是一种大众化的文化形式，与特定区域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经验具有

天然的联系，这种文化模式对于抵御全球化的强大压力和消极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艺

术是所有意识形态形式中最敏感的形式。艺术的幻想性和情感性使艺术具有超越现实的能

力，成为将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的一个中介。在社会主义艺术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民族艺术

作为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的意识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是少数民族群众生存斗争的一种方式和

一种武器。民族艺术这种大众文化无论在社会基础、美学性质、表达机制方面，还是其社会

效果和社会意义方面都不同于以都市文化和现代传媒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大众文化。应该承

认，到目前为止对于民族艺术这种大众文化形式的美学研究是很不充分的。在全球化的条件

下，西方大众文化机制与民族艺术的碰撞，既有矛盾和对立的一面，也有互补和相互结合的

可能性。如果我们站在平民化而不是贵族化的立场上看问题，西方的大众文化是一种包含着

未来文化可能性的新的文化形式，它以现代技术为条件，以普通劳动者的日常生活经验为基

础，对精英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具较强的解构能力。民族艺术与西方现代大众文化机制的结

合，在不同的生产方式基础上是有所不同甚至可能是截然相反的。在我看来，在社会主义艺

术生产方式的条件下，民族艺术有可能发挥审美意识形态在社会转型和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一种牵引性的力量，成为社会发展的先导或者说

是一种预演，如果事实证明确实如此的话，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为广西的社会发展，特

别是少数民族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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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llad, the ancient, simple and relatively stable form of art has changed a lot due to 

globalization of economics and cultures. The article, taking the issues emerged from Nan’ning 

International Ballad Festival as the example, is to analyze the inner conflicts in ballad represented in 

modern mass culture mode and the special functions of national arts under the pressure of cultural 

conflicts and globalization: firstly, it can function as a womb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culture; secondly, 

national arts with vivid individuality and as a form of mass cultural have an unsubstitutable function in 

protecting cultural diversity; and finally, national arts are likely to actively function in the course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become the driv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society and 

culture, in other words, a forerunner or rehearsal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minority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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